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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是一个草原大国，具有悠久的草原管理历史。约１万年前，中华大地在渔猎生存方式中

逐渐出现了原始畜牧业的萌芽，距今４　０００年，出现了游牧部落，但有文字记载的天然草原管理思想出现

得比较晚，蒙古族在元朝前后制定的法令起到了管理国家和保护生态的双重作用；藏族从宗教思想、法

令及民风民俗方面内容丰富，有效地保护了青藏高原生态和人文环境；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发展种

植业的同时，其法令也非常重视草地畜牧业保护。这些草地生态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内容，更对现代草地生态保护有一定借鉴作用；并从加强草原执法、加大宣传和增加投资等方面对当前

草原建设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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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４亿

ｈｍ２，草原面积居世界第２位。丰富的草原资源为我

国草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中华文化是在以经营农耕的汉民族为主体、不断

吸取少数民族有益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多

元统一性，如游牧民族具有勇敢、刚强、自然和谐等精

神元素是对倡导仁治的儒家文化的有益补充；５６个民

族中主要的北方少数民族，如藏、蒙、哈萨克族等以经

营草地畜牧业为主，在草地资源的管理和合理利用方

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

有关草原保护法令的国家之一。西周的《伐崇令》、元

朝的《阿勒坦汗法典》、西夏的《天盛律令》、清代的《喀

尔喀七旗法典》等都有保护草原免受破坏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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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远古时期草原保护思想的痕迹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森林

里，在实践中积累了森林方面的知识，当远古人类走出

森林时，首先来到林缘草原。草原为远古人类提供了

生存和繁衍的良好环境，是其居住、取食、防寒、御敌的

基本场所。到了距今５　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农业

开始发展，华夏民族还兼营畜牧业，许多考古发掘都充

分证实，这时华夏民族已形成以农业为主、畜牧为辅的

经济文化类型，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猪、狗、牛、羊的骨

骼，个别遗址中还有马和鸡的骨骼。可以说，新石器时

代我国已有了原始的畜牧业，畜牧业曾在经济上占有

重要地位。这时草原上出现的游牧畜牧业持续数千

年，至今有些草原地区仍然延续。那时天然草地对人

类十分重要，为了获取必需的食物，人们将饲养的牲畜

在公有草地上放牧。

　　距今６０～７０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今内蒙古

地区的大青山南麓已有古人类活动，他们长期过着以

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距今１．５万年，人类开始

进入原始农业时期，驯化和饲养兽类，并开始有意识

地干预草原。约１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开始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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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绵羊、马、牛等食草动物（表１），今内蒙古满洲里

扎赉诺尔地区生活着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他们

过着以畜牧狩猎为主的生活。

表１　原始社会饲养家畜［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主要家畜 年代 最早出现遗址的地点 目的

猪 距今１１０００年 磁山、仰韶和龙山文化 食肉、祭祀

羊 距今１００００年 裴李岗、陕西临潼姜寨 食肉、祭祀
狗 距今１１０００年 大汶口文化 食用、祭祀
鸡 距今６０００年 磁山、裴李岗和北辛文化 食用、祭祀
牛 距今８６００年 大汶口文化 食用、祭祀

距今４千年前，内蒙古地区出现了游牧民族，“唐

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那时的先民已

完成了原始饲养业向原始畜牧业的过渡，食畜肉，衣皮

革，被旃裘，过着“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的游

牧生活。这种游牧方式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草原的作

用，主观上解决当时的草畜矛盾。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朝

颁布《伐崇令》，是明确提出保护自然资源的有关制度，

并且规定“不如令，死无赦”。公元前２２１～２０６年，秦

始皇制定的《秦律·田律》是我国最早关于保护土地、

草地等自然资源的较完整法令。公元前５００年，《诗

经》“鲁颂”中有“駉駉牡马，在坰之野”；《尔雅》中有

“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

林外谓之坰”的草地规划记载。《商君书》中记载着把

搞清草料资源作为强国要素之一［２］。

　　早期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利用饲草资源繁殖和

发展牲畜，在冬春两季以狩猎作为自己的食物补充。

１９７４～１９８４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

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１０年的发掘工作，从中看出朱

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的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

动关系是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

过程。并且，遗址文化层从第１段到第５段随着气候

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

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

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

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

业的象征［３］。

２　古代我国少数民族对草原的保护

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是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

断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形成。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为农

耕区，以农耕文化为主，而长城以北地区为游牧区，以

游牧文化为主。二者有关草原保护方面的政策和法规

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视草地为荒地，力主开垦，而后

者出于军事或宗教目的而禁止垦荒，这两种思想的斗

争反映了中国草政的命运，这种普遍性的认识也必然

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得到充分体现。

我国古代法律源于习惯法。习惯是人类在长期社

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为人类群体普遍认可和反复实

践的，具有一定社会强制力的行为规则。尽管习惯在

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神秘性和被动性（习惯最初表

现为禁忌，即为了避免遭到惩罚切勿激怒魔鬼），但是

大多为后来成文法律所吸收采纳，构成了法的最一般

的基本要素。此外，在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神话传说、

生产方式、丧葬习俗以及禁忌、节庆、乡规民约等方面，

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自然破坏行为的约束，也是古代

法律形成的基础。

我国历代的草原主要由曾建立国家的蒙古族、藏

族、党项族和满族等诸多少数民族来经营，其中，制定

的草原保护法规，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蒙古草原保护

法规、青藏高原地区的草原保护法规和西夏草原保护

法规３种。

２．１　蒙古草原保护法规

在对待和利用草原方面，各民族人民具有不尽相

同的传统和经历，蒙古族是最早形成自然保护法律意

识和具体法律条文的民族之一。蒙古族传统草原保护

意识的形成，是由其畜牧业经济基础和草原生存环境

决定，要生存，首先必须像农耕民族保护土地一样保护

赖以生存的草原。正是依法保护草原的优良传统，保

证了蒙古族具有深厚基础的自然保护习俗得以传承。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世代相传的习惯法，蒙

语称为“约孙”，其义为道理、规矩、缘故，作为“不成文

法”。习惯法是指国家认可并赋予法律效力的习惯，人

们都自觉遵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保护草原方面，

蒙古和哈萨克等族都有各种禁忌和处罚规则，不准乱

掘、乱挖草地，搬迁时必须把火熄灭，若引起火灾将受

到严惩。

《黑鞑事略》是由彭大雅、徐霆撰写的一部关于蒙

古的见闻录。记述蒙古人的天然草原“其产野草，四月

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因而随意

破坏草原的行为便会受到禁止，有“遗火而炙草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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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草地畜牧业以羊和马为主，“凡出师，人有数

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其为生涯，止是饮马

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止饮马

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

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

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４］。他们对于草原畜牧业

的管理有利于军事战国的发展需要。

成吉思汗《大札撒》是蒙古历史上第１部成文法

典［５］，颁布于１２０５年，完善于１２２５年。成吉思汗建立

蒙古帝国后曾经把一些对生态保护有益的萨满教禁忌

列入了他的“札撒”法典中，以法律的形式条列化了，那

些条文可以视作比较原始的草原保护法的萌芽形态。

《大札撒》明确记载“禁草生而镬地。”即从初春开始到

秋末，牧草泛青时禁止挖掘草地，谁若违反了该法规，

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严禁草原火荒和垦地；以法保

护野生动物，特别是母畜和仔畜等。《大扎撒》中还有

许多条文规定禁止污染水源，如“禁止水中溺尿”、“禁

民徒手汲水，汲水时必须用某种器皿”、“禁洗濯、洗穿

破的衣服”、“于水中、余烬中放尿者，处死刑”等等，都

是保护草原水资源的法律法规。所以，严禁破坏草地

的法规不仅在习惯法中有惯例，而在成文法中也都有

明文规定。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在其颁布的法

令中写到：“百姓行分与它地方做营盘住，其分派之人

可从各千户内选人教做”。充分利用蒙古草原的广阔

地带分散游牧，避免因过度集中放牧而破坏草原植被，

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积极有效的措施，并形成了防止

破坏草地的法律条文。

元代蒙古族是我国历史上对草原保护最有力的民

族，法规条件具体，执法严厉，有效地保障了当时经济

的发展。元太宗时期（公元１２２９～１２４１年），就把“草

生而掘地者，遗火而烧草者，诛其家”作为国禁。古代

蒙古，掘地为农的现象还是稀少，所以此类法律条文不

多见。主要破坏草地的是草原荒火，因此，在成文的草

原法中记述最多，几乎每一部法典都有详细的规定。

比如北元时期的《阿勒坦汗法典》［６］规定：“失荒火致死

人命，罚三九，以一人或一驼赔偿顶替。烧伤断人手

足，罚二九；烧伤眼睛，罚一九。烧伤面容，杖一，罚五

畜。因报复恶意纵火者，杖一次，罚九九”。

《卫拉特法典》于１６４０年出台，是元代法典中最为

完善的一部。《卫拉特法典》［５－７］规定，“犯圣山林者微

微顶替性命，罚三岁驼两峰”。如有人灭掉已迁出的鄂

托克之火，向（遗火人）罚要一只绵羊。从草原荒火或

水中救出将死之人，要一五畜。在草原荒火或水中想

要救助别人而死去，以驼为首要一九。从草原荒火中

救出几群牲畜，群数多要二群，群数少要一群，要根据

不同季节决定而分取。

《喀尔喀七旗法典》被发现时，它是由北元政府用

桦树皮写成的文书，所以又称为《白桦法典》，其中《六

旗法典》第５８条规定，发现失放草原荒火者，向放火人

罚要五畜加一马。失火人如以赔偿代错，可赔五畜之

一百倍。如致死人命，则犯了人命案。此外，《三旗法

典》１８４条规定，谁如失放草原荒火，有几人罚几匹马，

烧了什么东西赔什么东西，同时罚一五畜。放火之人

如自己灭了火，罚一头牛，谁人证明，给证人吃一头，并

畜中吃一头（只），其余四头（只）分给灭火之人。搬出

的原驻地如失火，三宿内出的事，要处罚，三宿之外出

的事，不处罚。无论何人都要灭掉迁出驻地之火，不灭

者罚三岁马一匹［７］。

２．２　青藏高原地区的草原保护

在西藏历史上，“小邦时代”以后，公元前４世纪，

兴起了３大部落联盟，象雄（也称羊同）、吐蕃和苏毗。

当时的吐蕃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农业较为发达。但

直到７世纪松赞干布统一时，农耕经济也主要局限在

雅鲁藏布江以南的河谷地带，而冈底斯山以北广大的

羌塘高原以及青海地区，则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公元

７世纪吐蕃统一并建立王朝以后，青藏高原的文化类

型出现了一次较大的变迁过程。这就逐渐形成了一种

以游牧文化为基础的“农牧分营”类型的游牧文化［８，９］。

早在势力极盛的吐蕃时期，“居寒露之野，物产寡

薄。乌海之阳，盛夏积雪，暑乱冬裘。随水草以牧，寒

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一”。由于高大山

脉连绵起伏，纬度和高海拔的缘故，产生了一些小气候

和悬殊甚大的地域环境，地区差异性大。神秘莫测、气

象万千的气候因素，极其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十分低下

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抵抗性和

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低下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

很容易使这里的居民产生对自然的恐惧、敬畏、崇拜等

复杂的心理。再加之宗教信仰的缘故，在客观上形成

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纯朴的自然生态观，如吐

蕃君王松赞干布依佛教“十善法”为法律依据制定的

《神教十善法》等，管理自然和维护国家政权［１０］。

历辈达赖喇嘛和著名活佛们都曾颁布了许多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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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和生物的法旨、命令。与这种禁令

相呼应，各地方也颁布了具体的执行法规。如青海刚

察部落的法规就规定一年四季禁止狩猎。捕杀一匹野

马，罚白洋１０元；打死一只野兔或一只旱獭，罚白洋５

元。甘南甘加部落法规规定在甘加草原禁止打猎，若

外乡人捕捉旱獭，罚款１０～３０元。本部落的牧民被发

现捉旱獭，则被头人审问，让其发誓果真捕猎者，罚青

稞３０升（每升２．５ｋｇ）。理塘部落法也规定不准打猎，

不准伤害有生命的生物。若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

１００元，母鹿罚５０元，雪猪或岩羊一只罚１０元，獐子、

狐狸罚３０元，水獭罚２０元，诸如上述的规定还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规定的背后，还有极其强烈的宗

教信仰和习俗支撑着规定的严格执行。凡有违背上述

规定的行为发生，本部落首领、寺院僧人及部落长者都

要集体对当事人进行审问。此时部落的所有人均会到

场观看，人们会当众嘲笑、羞辱犯禁者，公众的力量迫

使犯罪者向大家一一求饶，诚心认错，并被处以经济赔

偿。这一结果使得犯罪者在精神上所受的伤害长期萦

绕在心头，其本人也成为众人鄙视和躲避的对象而被

疏远。藏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性思维的民族，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除了《世俗精要蔓珠》、《萨迦格言》外，还

留下了诸如《格丹格言》、《水树格言》、《铁喻格言》、《火

喻格言》等非常丰富的格言宝库。长期以来，他们在规

范人们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０－１２］。这种不成文

的习俗在客观上的重要作用就如一把法律的利剑，维

护着藏区自然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

对于牧民来说，一方面要保护草原和草原生物，另

一方面又要适当利用草原，发展畜牧业。为此，各部落

划定了自己的牧地界线，要求在自己草地合理放牧，保

护草地持续生长，同时也禁止到别的部落草地上去胡

乱放牧。于是，形成了维护各部落草地的法规，许多部

落还采取积极措施，主张种草植树，改善生态环境。藏

族史诗《格萨尔》中对阿尼玛卿山格外地敬畏、虔诚地

膜拜、百般呵护，在山顶上垒有嘛呢石，挂着五颜六色

的经幡，特定的山有特定的祭祀日子。在先民的心目

中，岩石是山的骨骼，大地是山的肌肤，森林和青草是

山的毛发，因而，在神山上禁止打柴、挖土和挖虫草，也

不允许牧民的牲畜上山随意吃草［１０，１３］。

清中央政府对高原藏区生态保护法规的认可和重

申也表明了藏区从宗教习俗观出发保护生态环境的行

为，通过社会控制 的 形 式 而 加 以 程 式 化 和 具 体

化［９，１０－１３］。１７世纪后期由５世达赖喇嘛制定的《十三

法典》中记载“宗喀巴大师格鲁派教义对西藏地方政教

首领曾颁布了封山蔽泽的禁令，使除野狼而外的兽类、

鱼、水獭等可以在自己的居住区无忧无虑地生活”。雍

正１１年，清廷从《蒙古律例》中摘选了部分条款，汇编

成《番例六十八条》，其中，许多内容就与藏区原有的保

护生态的习惯法相吻合。如保护牧区草原的法规规定

“草原上纵火熏洞有人见者，其人即罚一九牲畜。若延

烧致死牲畜，照数赔偿。致死人命，罪三九牲畜。若系

无心失火，以致延烧所见之人，罚失火之人牲畜五件。

烧死牲畜，照数赔偿烧死人命，罪一九牲畜”。对于无

辜砍杀牲畜者，“除赔偿外，罚一九；误射马匹死者，照

数加倍，未死者罚二岁牛”。对越界抢占草山、胡乱放

牧者也有惩罚规定。不可否认，藏区的人们出于对自

然的敬畏与感恩，养成了一种非常自觉地保护自然的

行为习惯，人们在灵魂深处也意识到，一旦违背了这一

习惯，就会被自然惩罚，就会遭灾。这也是藏区长期的

社会公众心理结构。这种成分一旦被社会统治势力所

利用，就成了社会控制的强力，再加上人们对自然的崇

拜、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理念、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定

势，共同构成了高原藏区社会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

意识和行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藏区社会习俗中的迷

信因素在淡化，但作为一种环保意识，仍起着有益作

用。

２．３ 西夏草原保护法规

西夏是１１～１３世纪由古代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性封建政权。西夏统治

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

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

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党项

族原来是游牧民族，经济不发达，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

猎。经过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得

到迅速的发展。同时，西夏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

产。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西夏的

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

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

西夏的律令中有关畜牧业的法规占有较大的比

例，并表现出很重的农牧业属性，国家的一切赏罚惟以

农、牧及战争之功过标准来实施，法律为农、牧、战争而

立。《天盛律令》是现存最为完备的一部西夏法典。律

令２０卷，分１５０门，１　４６１条，其详备程序为现存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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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法律之最［１４］。《天盛律令》对植被有详细的保护规

定，如“沿唐徕、汉延诸官渠等租户、官私家主地方所至

处，应沿所属渠段植柳、杨、榆及其他种树，令其成材，

与原所植树木一同监护，除按照时节剪枝条及伐而另

植以外，不许任何人砍伐。转运司人中间应当派遣胜

任的人去监察。如果违律不植树木，有官阶的人罚马

一匹，庶人十三杖”。

３　我国现行的草原保护法体系

３．１　新中国成立后草原保护建设过程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对草地资源的热爱和保护是经

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各时期封建王朝是出于繁养军马、

巩固国防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草原保护问题，目的出于牧区经济建设和生态安全的

需要。由此可以看出，草地资源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１９８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颁布并实施，使

草原保护建设步入法制化轨道。２００２年国务院制定

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加强草

原保护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同年１２月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这标志着我国的草原监理执法体系正在建

立并不断完善，法制化管理将迈向新水平，草原立法工

作进入了全面发展和调整的新阶段。在总结原《草原

法》实施２０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新《草原法》中

提出进一步健全、完善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等方面的

法律制度，旨在通过政策和法规来调动农牧民保护和

合理利用草原的积极性，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实现草原

的可持续利用和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１５，１６］。

３．２　我国现今草原保护面临的问题

草原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占国土总面积

近４１％。全国共有２６６个牧区以及半牧区（旗）县。

草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

了极大贡献，同时草原对维护陆地生态平衡更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青藏高原草甸涵养着两大母亲

河的水源；内蒙古的辽阔草原是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和

京津的生态屏障。由于天然草原持续退化，草原生态

环境日趋恶化，严重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影响了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和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草原建设与保护投入不足、机制不健全是造成我

国草地畜牧业生产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目前，南方

有些省份没有草地管理机构，造成管理上的空白。我

国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沙漠化的形势十分严峻，不

仅威胁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也严重制约了草原牧区经

济社会发展和农牧民增收［１７］。

４　新形势下草原保护法制体系的完善

４．１　加强草原保护行政法规的监督和执法力度

中国古代的草原管理非常严厉，这与当时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政治环境有关，在当代民主法制社会要以

人为本，又要依赖于相关专业法律进行法制管理，改变

过度放牧、采挖等普遍存在的短视行为，通过法制宣传

改变重视经济效益、轻视草地生态的认识［１８，１９］。

改变过去用行政手段管理草原的方法，学会和善

于运用技术手段即标准手段管理草原，这是国际上的

通行作法，同样也适用于我国未来的草原保护工作。

因此，在加强草原保护质量的日常监测和管理的同时，

要把有关的定量控制指标和定性技术规则管理纳入体

系文件中，建立三级定位监测体系和网络化信息数据

库，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草原生态监测，建

立严格的监控体系（技术监控体系），通过提高草原监

测与管理水平，建立全国统一可行的督查检测制度，定

期向社会公布草原保护状况，从而引起人们对草原保

护的高度重视［１８－２０］。

４．２　做好草原保护法规的宣传教育，并实施有效的经

济政策

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是进行经济建设和生态

安全保护建设的矛盾与统一，在行之有效的法制管理

过程中，制定和实施草原保护法规要以市场机制为主

体，确立国家农业草原保护管理体制。通过对退耕还

草支持政策、退牧还草支持政策以及已垦草原退耕还

草支持政策的实施，实现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在

草原保护与经济建设中的协调发展，遵循草原经济价

值走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

复的生态治理之路［１８－２０］。

４．３　加强专项经费投入，促进草原民族经济发展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其中，对

草原生态建设和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也进行了重点部

署，提出了一系列强草惠牧新政策。自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国家安排退牧还草资金共１１５．７５亿元，平均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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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４亿元，平均４．５元／ｈｍ２，虽然，取得了明显的生

态及经济社会效益，但是，工程实施力度偏小、年限偏

短、补贴标准偏低的问题非常突出；并且从补贴标准和

年限看，退牧还草工程目前仅有饲料粮补助，其标准非

青藏高原地区禁牧草原补助７４．２５元／ｈｍ２，补助期限

仅为５年；青藏高原地区补助标准减半，补助期限为

１０年。据测算，退牧还草工程区农牧民每退牧１ｈｍ２

草原，将增加饲养成本１５０元以上，远高于目前国家的

补贴标准。因此，有理由期待国家会加快退牧还草项

目进程、增加建设投入、扩大实施范围、提高补贴标

准［２３］。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机制，决定由中央财政安排１３４亿元对８

个牧区省给予草原保护利用的补贴和奖励”，标志着我

国草原事业的发展将进入更加蓬勃的又一个春天［２１］。

当然，要借着这个春风顺利地开展草原生态建设，还需

要从资金的发放渠道、牧民生产模式改善等方面做大

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工作。

　　人类和社会经济发展依赖并作用于草原，已经历

了上万年的历史验证。草原保护思想演变，呈现出人

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古代文明中蕴涵着丰富的草原保

护思想。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凭借其

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成

果。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草原保护思想，

对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与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草原保护思想的变迁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区域特征，生

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对应的规律性、区域性和

民族性。传统社会和思想中蕴涵着的草原保护思想，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重视和加强草原史研

究，对充实和丰富生态文明史乃至整个文明史有着巨

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　姚伟钧．中国古代畜牧渔猎经济论略［Ｊ］．社会科学战

线，２００１（５）：１４５－１５２．

［２］　温素英．内蒙古草原保护建设历程［Ｊ］．畜牧与饲料科

学，２００７（２）：４９－５２．

［３］　韩茂莉．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Ｊ］．

地理研究，２００３，２２（１）：８９－９５．

［４］　武尚清．《黑鞑事略》及其疏证笺证［Ｊ］．史学史研究，

１９９５（２）：６４－７３．

［５］　奇格，阿拉腾，盛明光．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规［Ｊ］．内蒙

古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２２（３）：３４－３６．

［６］　苏鲁克．阿勒坦汗法典［Ｊ］．蒙古学信息，１９９６（２）：２９－

３５．

［７］　奇格．古代蒙古法制史［Ｍ］．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８］　青海畜牧业经济发展史编写组．青海畜牧业经济发展史

［Ｍ］．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７８．

［９］　赵珍．清代青藏高原上的生态保护与宗教习俗［Ｊ］．中国

藏学，２００５（４）：８３－８６．

［１０］　杨士宏．吐蕃法律的文化渊源［Ｊ］．中国藏学，２００３（２）：

６３－６８．

［１１］　南文渊．论藏区自然禁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

［Ｊ］．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１（３）：２１－２９．

［１２］　杨士宏．论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四次飞跃［Ｊ］．西北民

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１）：４３－４９．

［１３］　杨士宏．藏族部落习惯法传承方式述略［Ｊ］．青海民族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０（１）：２８－３１．

［１４］　陈永胜．试论西夏的立法［Ｊ］．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０４（４）：

８５－８７．

［１５］　齐景发．贯彻落实《草原法》依法强化草原管理［Ｊ］．草

业科学，２００３（４）：１－２．

［１６］　浦华，王济民，郑彦．退牧还草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

政策建议［Ｊ］．草原与草坪，２００８（６）：７５－７９．

［１７］　何定明．我国草原保护建设正面临新机遇［Ｎ］．农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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